
2023 年第 36 卷第 2期四川精神卫生 http：////www. psychjm. net. cn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家庭环境因素的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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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目的是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家庭环境相关因素影响效应的研究进行综述。通过回顾国内外关于青少年抑

郁症患者家庭环境方面的文献，从相关概念、评估方法、影响效应、影响机制等方面对研究进展进行阐述，并总结了其局限性和

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通过对抑郁症相关家庭负性环境的认识，为青少年抑郁症的早期识别和预防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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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effect of family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adolescent depression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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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review on the effect of family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adolescent depression patients， in 
which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on the family environment of adolescent depression patients are thoroughly reviewed with the 
emphasis of the relevant concepts， assessment tools， impact effects and potential mechanisms， and the research progress， existing 
limita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summarized.  Additionally， the awareness of the negative family environment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derives specific reference values for the early identification and prevention of adolescent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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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以显著而持久

的心境低落为主要特点，影响个体的生活质量和社

会功能，严重者甚至会出现自伤、自杀行为［1］。抑郁

症造成了严重的疾病负担，全世界估计有 3亿人受

到影响，青少年是高发人群之一［2］。青少年群体处

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易受外界影响从而引发心

理问题。 2020 年，我国青少年抑郁症检出率为

24. 6%［3］。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自伤自杀风险高、社

会功能受损，且易反复发作，并持续影响整个生命

周期［4］。抑郁症已经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巨大威

胁，探寻其病因和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

多项理论可知，抑郁症的发生与生物学因素、心理

内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家庭环境等多种因素有关［5］。

家庭环境是青少年的主要成长环境，对青少年的身

心健康产生重要影响，是青少年抑郁症发生和发展

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之一［6］。本文对近年来

有关不同家庭环境因素影响青少年抑郁症的研究

进行分析和总结，并对家庭环境影响抑郁症的内在

机制进行阐述，以期为青少年抑郁症的早期识别及

预防提供思路。

1 资料与方法  
1. 1　资料来源与检索策略　

1. 1. 1　资料来源　

于 2022年 12月 1日，对PubMed、Web of Science、
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和中国生物医

学文献服务系统进行检索，检索时限为建库至 2022
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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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检索策略　

采用主题词检索的方式，中文检索词：抑郁症、

青少年、家庭环境、家庭结构、家庭关系、父母养育

方式。英文检索词：depression、adolescent、family 
environment、home environment、family structur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parental rearing style、child 
rearing。中文检索式以知网为例：（抑郁症［主

题］）） AND （青少年［主题］） AND （（家庭环境［主

题］） OR （家庭结构［主题］） OR （家庭关系［主题］） 
OR （父母教养方式［主题］））；英文检索式以

PubMed 为 例 ：（depression［Title/Abstract］） AND 
（adolescent［Title/Abstract］） AND （（“family environ⁃
ment”［Title/Abstract］） OR （“home environment”
［Title/Abstract］） OR （“family structure”［Title/Ab⁃
stract］） OR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Title/Ab⁃
stract］） OR （“parental rearing style”［Title/Ab⁃
stract］） OR （“child rearing”［Title/Abstract］））。

1. 2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研究对象为符合《中国精神障碍

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3 版）》（Chinese Classification 
and Diagnostic Criteria of Mental Disease，third edition，
CCMD-3）、《国际疾病分类（第 10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tenth edition，ICD-10）或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5 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ifth edition，
DSM-5）抑郁症诊断标准的患者；②研究对象年龄

12~18 岁；③同一作者多篇相似主题的文献选取最

新的文献。排除标准：①非中英文文献；②无法获

取全文的文献；③重复发表的文献。

1. 3　文献筛选与质量评估　

分别由两名研究者严格按照文献纳入与排除

标准独立完成文献检索和筛选，首先排除重复文

献，再通过阅读文献标题和摘要进行初步筛选，最

后通读全文筛选文献。对于有争议的文献，征求其

他专家意见，进一步讨论决定是否纳入。文献整体

质量较好，但同质性较差，不适合进行Meta分析，故

仅作定性描述。

2 结  果  
2. 1　纳入文献基本情况　

初步检索共获取文献 1 303 篇，通过对文献标

题、摘要及全文进行阅读，最终选出符合纳入标准

且不符合排除标准的文献43篇，其中英文文献32篇，

中文文献11篇。文献筛选流程见图1。

2. 2　家庭环境的相关概念及其评估方法　

家庭是个人成长的初始环境，是影响青少年心

理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7］。家庭环境包括硬环境和

软环境：硬环境主要是指家庭中可以用量化指标评

判和衡量的环境因素，包括家庭物质环境［8-13］、父母

受教育水平［14-16］、家庭结构［17-25］等；软环境指家庭的

心理道德环境，包含家庭关系［26-33］和父母教养方

式［34-39］等。目前，对家庭环境的评估主要基于个人主

观认知评价的心理学评估手段，常用的测量工具包

括家庭环境量表（Family Environment Scale，FES）［40-42］

和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gma Minnen av Barndoms 
Uppforstran，EMBU）［43］等。FES 是目前国际上最常

用的评估家庭环境的量表，共 10个分量表，归为三

因素结构：家庭关系（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

个人成长（独立性、成功性、知识性、娱乐性、宗教

观）和系统维护（组织性、控制性）［40］。费立鹏等［41］

引进后修订为中文版，除信效度较差、不适合中国

文化背景的独立性和宗教观分量表外，其余多数分

量表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应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42］。

EMBU 是用来评价父母教养态度和行为的问卷，分

为父亲和母亲两个分量表，在评估青少年家庭环境

中具有较好的信效度［43］。

2. 3　家庭环境对青少年抑郁症的影响效应　

2. 3. 1　家庭物质环境　

家庭物质环境主要是指家庭物质生活条件，包

括家庭经济水平、社会地位、居住条件等［8］，与青少

年抑郁症密切相关。较高的家庭经济水平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青少抑郁症的发生率，而家庭经济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图

Figure 1　Flow chart of literature scr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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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越低的青少年抑郁症发生率越高［8］。家庭社会

地位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与抑郁症的患病

率、患者的自杀意念和自杀企图呈负相关［9］。这可

能是因为良好的家庭经济条件和较高社会地位能

给青少年提供更多的支持与帮助；同时，经济压力

会增加父母的情绪或行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教养方式，从而可能增加子女抑郁症的发生风

险［10-11］。此外，稳定的居住环境对青少年的心理健

康和未来发展至关重要［12］。Fowler 等［13］研究表明，

青春期住所的不固定性预示着其成年后可能具有

更高的抑郁症发病风险，并且更容易产生吸烟和犯

罪等问题行为。

2. 3. 2　父母受教育程度　

父母受教育程度是家庭文化资本的具象化表

现，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父母受教育程

度低可能会增加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病风险［14］。原

因可能是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具有良好的知识背

景，能够及时发现子女在成长过程中的问题，并与

其进行有效沟通，有助于及时解决问题；此外，受教

育程度越高的父母从事高收入工作的可能性越高，

因而可能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父母受教育水平对

家庭物质环境产生影响，继而影响青少年抑郁症的

发生［15］。父母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是抑郁症青少年

自杀观念和行为的保护性因素［16］。

2. 3. 3　家庭结构　

家庭结构是指家庭中成员的构成及其相互作

用、相互影响的状态，以及由这种状态形成的相对

稳定的联系模式。青少年群体的家庭结构主要包

括核心家庭和特殊家庭［17］。核心家庭是指由一对

夫妇及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特殊家庭包括单亲家

庭和重组家庭等［17］。大量研究表明，家庭结构的类

型与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生相关［17-23］。与来自核心家

庭的青少年相比，来自单亲家庭和重组家庭的青少

年更容易出现精神心理问题，包括抑郁症和自伤自

杀等［8］。Lema-Gómez等［19］研究表明，与非核心家庭

的青少年相比，来自核心家庭的青少年抑郁症发病

率更低，抑郁严重程度更轻。可能是因为不同家庭

结构下青少年家庭互动模式存在差异：核心家庭中

的青少年主要受益于与父母的互动，非核心家庭中

的青少年则通过家庭互动的补偿模式，主要受益于

与兄弟姐妹或大家庭其他成员的互动［20］。此外，来

自核心家庭的青少年具有更强的归属感，其幸福感

水平更高，抑郁症的发生风险更低［21］。约一半的青

少年抑郁症患者同时存在行为问题，与来自核心家

庭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相比，来自单亲家庭者使用

酒精、香烟、毒品等物质的风险更高［22-23］。父母一方

或双方死亡是一种特殊的家庭结构形式，丧亲可能

导致青少年抑郁症发病风险增加［24］。特殊家庭结

构的父母应尽可能地与子女保持良好的亲子关系

并采取积极的教养方式，以降低特殊结构家庭可能

存在的增加青少年罹患抑郁症的风险［25］。

2. 3. 4　家庭关系　

家庭关系是指家庭成员之间固有的特定关系，

表现为不同家庭成员之间的不同互动方式，是联结

家庭成员之间的纽带。它的特点是以婚姻和血缘

为主体，并由有婚姻和血缘关系的人生活在一起构

成，青少年群体的家庭关系主要由父母关系和亲子

关系构成［26］。

一项纳入了 3 081名中国中学生的横断面研究

表明，在父母关系良好和父母关系较差的中学生

中，抑郁症状的检出率分别为 13. 0% 和 29. 2%，在

亲子关系亲近和亲子关系疏远的中学生中，抑郁症

状的检出率分别为 11. 4%和 30. 9%，提示不良的家

庭关系可能增加中学生罹患抑郁症的风险［27］。不

和谐的父母关系是青少年成长中的常见应激源，使

子女更容易形成不安全型依恋关系，对子女的情绪

调节和行为控制产生负面影响，导致子女更容易产

生抑郁情绪和自杀意念，且更可能同时存在社交恐

惧和社交回避［28-29］。此外，父母冲突还会增加青少

年酗酒和吸烟等问题行为的发生［30］。不和谐的父

母关系可能发展至双方分居甚至离异，引起家庭结

构的改变，这种家庭结构改变本身对青少年心理健

康的影响，往往小于父母冲突这一压力源的影

响［31］。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增加家庭凝聚力，提高

生活满意度、增加亲社会行为以及降低抑郁症发病

风险［32］。高质量的亲子关系还可以有效减少抑郁

症青少年自杀行为的发生［33］。

2. 3. 5　父母教养方式　

父母教养方式是父母在对孩子的教养问题上

表现出来的，具有一定的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的看

法、态度和方式。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的人格发

展和心理健康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积极的教养方

式包括情感温暖、支持、接纳等；消极的教养方式包

括惩罚、过度保护和干涉等［34］。父母教养方式与青

少年心理健康相关。研究表明，父母过度保护是青

少年抑郁症发病的危险因素，父母情感温暖则是青

177



四川精神卫生 2023 年第 36 卷第 2期http：////www. psychjm. net. cn
少年抑郁症发病的保护因素［35］。一项纳入 6 195名

中学生的横断面研究表明，父母的关爱可降低青少

年抑郁症的发病风险，而父母的过度控制可增加青

少年抑郁症及自伤自杀行为的发生风险［36］。这可

能是因为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如情感温暖，可以提

高青少年的自尊水平和心理弹性，从而对青少年心

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如拒绝

和过度保护，可通过降低自尊水平以及心理僵化的

中介作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37-38］。

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而言，父母严厉和冷漠的教养

方式使其发生自杀行为的风险增高［39］。

2. 4　家庭负性环境与青少年抑郁症相关的生物学

机制　

抑郁症的发病过程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生物学机制主要涉及遗传、神经免疫、神经生化、大

脑结构功能改变等，环境因素包括心理内环境和外

环境，家庭环境是影响青少年抑郁症发生的重要外

环境［2］。

家庭环境可通过大脑结构功能的改变介导青

少年抑郁症的发生发展。杏仁核是情绪和奖赏加

工的关键脑区，其活动性和连接性增强在青少年抑

郁症患者中普遍存在［2］。Fischer等［44］对抑郁症青少

年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研究显示，父母教养方式与

杏仁核和梭状回的功能连接相关，即杏仁核活动性

和功能连接的改变可能介导了家庭环境与青少年

抑郁症的关系。较低的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和父母

受教育程度与青少年杏仁核体积较小显著相关，较

小的杏仁核体积可能与青少年罹患抑郁症的风险

增加有关［45］。海马与学习和记忆有关，是与认知功

能密切相关的关键脑区，海马区功能连接网络也在

家庭环境对青少年抑郁症的影响中扮演重要角色。

家庭冲突可以通过海马与双侧眶额叶皮层的功能

连接导致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生，研究表明，抑郁症

青少年左侧海马、双侧眶额叶皮层和右侧颞下回之

间的功能连接低于健康对照组，海马与双侧眶额叶

皮层的功能连接与 FES 家庭关系分量表评分呈负

相关［46］。

家庭环境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内在机制还

与表观遗传学有关，即环境压力源可在不改变遗传

序列的前提下，诱导基因表达出现稳定的变化，从

而调节基因功能［47］。研究表明，较低的家庭经济水

平可预测 SLC6A4 甲基化增加，该位点启动子区

5mC甲基化水平增加与杏仁核活动性增加相关［48］。

此外，家庭环境还可以通过免疫炎性途径影响

青少年的情绪问题。青春期的家庭负性环境预示

着成年后 IL-2、IL-6 和 IFN-γ 水平较高［49］，上述炎

症因子水平的升高与抑郁症发生相关［2］。目前有关

家庭环境与青少年抑郁症相关的内在生物学机制

尚不确切，未来仍需进一步探索。

3 小结与展望  
本文总结了家庭环境因素与青少年抑郁症的

研究，家庭物质环境、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结构、

家庭关系、父母教养方式等家庭环境均与青少年抑

郁症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目前有关家庭环境对

青少年抑郁症影响的研究多为横断面研究，限制了

关于家庭环境和与青少年抑郁症之间因果关系的

探讨，且目前应用于青少年群体家庭环境评估的量

表多为国外引进，在应用于我国青少年群体时部分

分量表信效度较差。此外，有关家庭负性环境与青

少年抑郁症相关的生物学机制尚不明确。未来可

进行前瞻性研究，探索改善家庭环境因素对青少年

抑郁症的改善效应。家庭物质环境、父母受教育程

度及家庭结构等家庭硬环境相对固定，较难发生变

动，父母处于低经济水平、低社会地位、低受教育程

度以及来自非核心家庭的青少年是抑郁症发病的

高危群体，社会、学校、家庭需给与更多的关怀，预

防其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家庭关系、父母教养方式

等软环境相对可变，可以通过及时干预及家庭成员

的努力进行调整和改善。此外，未来可从生物学层

面探索家庭环境相关的情感和认知的扰动机制，为

青少年抑郁症的病因探索提供新的思路，并进一步

开发适用于中国青少年家庭环境评估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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